
转型期中国家庭的家务分工特征及其在生命周期中的变化

牛建林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中国家庭的家务分工特征及其演变，重点检

验了男性参与家务的行为随婚姻周期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过去３０年间中国男性分担家

务的现象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为现代教育发展通过改变个体教育水平和社会文

化环境带来的平等化分工效应；另一方面，在可观测的解释因素以外，家务分工随时间存

在相对独立的平等化趋势，尽管其进程还相对缓慢，还存在一定的波折。值得注意的是，

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在婚姻周期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衰退，新婚期后男性分担家务的可

能性及其分担程度显著下降。其部分原因在于，当前传统文化的遗留影响仍然存在，制度

和社会支持体系滞后于社会经济转型。本文强调了当代家庭家务分工的能动性和可塑性，

并从家务分工变化机制出发探讨了推动性别分工平等化的重要性及其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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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核心细胞，其内部的分工特征不仅影响家庭生产和再生产

活动 （赵梦晗、计迎春，２０１９），而且对其成员身心健康、家庭关系质量，乃至整个

社会的和谐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 （Ｌａｖｅｅ＆Ｋａｔｚ，２００２；Ｏｌáｈ＆Ｇｈｌｅｒ，２０１４）。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兴起家务分工平等化的思潮，“夫妻应当平

等分担家务”的理念迅速得到公众的认同 （Ｃａｒ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０；

Ｐｅｄｕｌｌａ＆Ｔｈéｂａｕｄ，２０１５；Ｓａｙｅｒ，２０１０）。此后的几十年间，男性分担家务劳动的现象

·２４·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８卷第４期

 牛建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ｎｉｕｊｌ＠ｃａｓｓｏｒｇｃｎ。本文为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８ＢＲＫ０３５）的阶段性成果。



明显增加①。据２０１６年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报告②，当代美国社会中家务分工状况对

婚姻关系质量的影响已超过夫妻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的协同性，其重要性甚至远远超

过收入、子女等家庭核心因素。中国社会调查也发现，过去二三十年间年轻夫妇平等

分担家务的现象明显增多 （刘爱玉、佟新，２０１４；牛建林，２０１８；佟新、刘爱玉，

２０１５；周旅军，２０１３）。这为当代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

持，也为性别分工理论的发展贡献了重要案例。

不过，与这些研究结论相对的是，到目前为止 “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在多数社会

仍占据主体地位；中国近年来相对平等的家务分工主要出现在年轻人群中，从整个社

会来看，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似乎并未出现与之相匹配的、明显的平等化趋势。这一现

状引发了大量对家务分工平等化可能性的质疑，不少研究从男女两性平均家务劳动时

间的差异出发，认为 “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并未发生变化 （刘爱玉、佟新，２０１４；佟

新、刘爱玉，２０１５；杨菊华，２０１４）；也有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家庭性别角色存在 “复

归传统”、相对 “固化”的发展态势 （黄桂霞，２０１７；贾云竹、马冬玲，２０１５；徐安

琪，２０１０）。这些研究论断与年轻人群中相对平等的家务分工实践上升的经验发现相矛

盾，为家庭领域性别分工模式变化的可能性及其潜在方向增添了迷雾。

事实上，导致这些矛盾论断的关键在于：经验研究中发现的年轻夫妇平等分担家

务的比例更高，反映的是队列递变规律，还是特定的年龄 （或婚龄）效应？前者意味

着，随着时间推移、队列新旧更迭，平等的家务分工现象将逐渐增多，从而推动家庭

性别分工平等化。与之相反，后者则意味着相对平等的家务分工现象仅存在于生命周

期的特定阶段 （如年轻时或结婚初期）；从长远来看，整个社会的家务分工模式并不会

在根本上改变。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关注或系统考察相应问题③。对这一问题的探

讨和解答，不仅有助于剖析当代中国家庭性别分工实践的差异及其变化的本质属性，

解答相关学术迷思；而且对于促进整个社会性别分工和谐平等、提高婚姻关系质量和

家庭效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借助历时较长的全国性追踪调查项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ＣＨＮＳ），考

察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背景下夫妻家务分工的特征、差异与变化，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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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务分工的历时变化趋势与其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一般变化规律进行检验和分解。

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第一，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快速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家庭的

家务分工是否随队列更迭存在平等化趋势？第二，婚姻历程中，夫妻家务分工实践是

否存在规律性的变化？相应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务分工的历时演变趋势？第三，

当代家庭夫妻家务分工变化的影响机制如何？围绕这些问题，本文的分析将在以下方

面对既有文献形成拓展和补充：首先，本文使用历时近三十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对夫

妇家务分工的特征、差异及其变化进行系统分析和检验，为解答学术界关于家务分工

模式变化的可能性及其具体趋向的争议提供直接依据。其次，本文使用夫妻匹配数据，

从多个方面测量和考察夫妻的家务分工特征，突破了以往研究对家务劳动时间长短的

依赖，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既有研究结论的交叉检验以及相关领域学术成果的拓展贡

献了知识。最后，本文对家务分工影响机制的分析，综合了包括夫妇双方匹配状况、

婚姻生命史及家庭主要特征、社区结构性因素等不同层次的作用机制，对于检验和整

合现有理论成果、建构适应中国社会现实的家庭性别分工理论提供了初步的经验依据。

二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既有理论概述

家庭性别分工是婚姻家庭研究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研

究成果。按照学科视角和论证逻辑，现有理论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基于

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和家庭收益最大化原则提出的，包括比较优势理论、相对资源假说、

时间可及性假说等；另一类是以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为核心架构，阐释家庭性别分

工模式的形成及其社会化机制，具体包括性别规范假说、性别表演假说等。

基于经济学假设的理论通常认为，家庭内部分工决策的基本原则是家庭收益最大

化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夫妻根据双方在资源、人力资本、时

间价值等方面的相对优势进行磋商或博弈，就家庭所需承担的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达

成优化配置。这些理论大多强调家务劳动繁杂且缺乏直接经济回报，由此推断，夫妻

中拥有资源 （或人力资本、时间价值等）相对优势的一方往往倾向于少做或不做家务，

资源较少 （或人力资本、时间价值较低）的一方则承担多数或全部家务劳动。这些理

论突出了男女两性在资源分配、财产继承、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的相对地位对于家庭

性别分工的决定性作用，其隐含的推断是，当男女两性的资源优势或相对地位发生变

化时，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将出现与之相适应的调整变化。然而，现实中，２０世纪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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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以来男女两性的人力资本与资源差距快速缩小，甚至出现局部逆转，但家庭性别分

工模式却迟迟未出现预期的转变，“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在多数社会仍然盛行。

与经济学理论假说相对照，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的理论强调，家庭性别分

工是社会性别角色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社会结构和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社会性别角

色，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性别分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规范 （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ｏｌｂｒｅ，２００５；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Ｎｅｒｍｏ，２００４，２００７；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性别分

工一旦形成，在相应的文化规范、舆论和社会网络的作用下不断巩固和社会化，并通

过代际传承得以延续，最终形成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的分工模式。这些理论为理解

家务分工模式的相对稳定性，特别是其滞后于社会性别分工转变的现象提供了有力的

论证。不过，这些理论在强调性别分工社会化机制的同时，极易忽视现实中性别分工

模式的客观差异和潜在变化。由此不难理解，目前相关理论未能对近年来年轻夫妇平

等分担家务现象的上升提供有效的预测或合理的解释。

如上所述，现有的理论假说从不同学科视角为家庭性别分工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

架。不过，这些理论对于全面阐释当代家庭性别分工的特征、差异及其发展变化还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多数经济学理论过于强调微观家庭内部分工决策的能动性，相对忽

视了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结构性影响，由此导致理论推断往往会低估家庭

性别分工调整变化面临的阻力。与之相对，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的理论重在强

调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社会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稳定性和自我延续性；由于

过度关注 “女主内”模式的主体地位及其必然性，相关研究往往将现实中存在的其他

分工现象视作白噪音，在理论建构和推断中极少正视家务分工模式的差异及其发展

变化。

（二）家务分工模式演变机制的理论推断

综合既有理论成果和最新的经验发现，一种可能推断是，家务分工模式是生产力

水平 （以及由此决定的婚姻家庭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的角色）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受既定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

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从长期来看，家庭性别分工必然要适

应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随婚姻家庭 （及其成员）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

功能与角色的转变而变化。由于生产力变革和社会结构性因素变化缓慢，家务分工模

式的调整和变化既非一蹴而就，也不会一成不变。

关于这一推断的合理性，可以从现存家务分工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加以理解。

现有可考的资料显示，“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形成于工业化之前。当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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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家庭是组织社会生产的主要单元；而人口的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

决定了家庭的生命周期普遍较短，人口再生产活动占据家庭生命周期的大部分时间。

这样，基于男女两性在孕育、哺育等再生产活动中的生理差异，“男主外、女主内”的

分工方式是适应生产力水平、符合家庭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自然选择。

在工业化之前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家庭在社会生产和再生

产中的主体地位长期保持稳定。由此决定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长期

符合家庭经济理性，其经济基础未曾动摇。在这一背景下，相应性别分工模式不断巩

固和社会化，并在世代传承中实现自我延续。具体机制包括：其一，传统社会的社会

结构稳定，人员流动性低，亲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主体。这些结构性

因素便利了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传播和巩固，为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传承提供了强有

力的规范与制约。其二，传统社会中公共事业发展水平低，家庭在知识和技能、资源

与财富的世代传承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为性别分工观念与行为的代际传承奠定了基

础。由此，“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实现了自我强化和不断复制。

现代化的进程历史性地打破了原有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职业体系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男主外”不再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同一时期，公共教育

的快速发展改变了男女两性在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差距，为社会性别分工平

等化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男主外”的分工格局被颠覆，公共

领域的性别分工率先出现平等化演变。在这一背景下，“女主内”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受到

挑战。随着现代性别平等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广泛传播，一些欧美国家的家庭性别分工模

式开始出现平等化的迹象 （Ｆａｈｌéｎ，２０１６；Ｆｕｗａ，２００４；Ｓａｙｅｒ，２０１０；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相比之下，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领域的性别分工平等化进程令人瞩目，但家

庭领域性别分工平等化的进程明显迟滞。导致这一现状的可能原因包括多个方面。

首先，中国历史悠久，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文化体系。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遗留影响持续存在，客观上阻碍着家务分工平等化进程。

传统文化要素复杂多样，其作用的途径和范围相互交叠。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过

程中，尽管以亲缘、地缘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关系逐渐削弱，但扩展家庭，尤其是原生

家庭成员的影响依然存在，其作用途径既包括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文化熏陶和行为

示范，也包括成年后的代际支持和互动。除此之外，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

成了一些特殊的习俗、禁忌等隐性文化印记。这些因素往往根深蒂固，其残留影响在

短期内难以消逝。因此，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转变的进程极有可能因传统文化的遗留

影响而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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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制度的建设滞后于经济和市场发展，

这在一定程度对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产生了不利影响。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经济

的快速转型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经济体系中的市场化进

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伴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与生活相关

的工业、服务业快速扩张。这一过程中，一些传统的家务劳动 （如副食和服装加工、

养殖等）实现了产业化转移，更多的家务劳动开始具备市场化转移的条件 （如家政服

务、外卖餐饮、托幼照料服务等）。这在客观上简化和压缩了家务劳动需求，降低了家

务劳动的难度和复杂程度，为消除家务分工的刚性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值得强调

的是，家务劳动的市场化转移需要成熟完善的社会制度提供必要的监管、规范和安全

保障。在快速的市场化转型中，相应社会制度的建设明显滞后，甚至缺位，由此引发

了一些安全隐患与道德风险 （如近年来热议的食品安全、托幼安全等问题），倒逼部分

家务劳动重新回归家庭，对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最后，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意愿和内在动力，是影响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进程的

关键所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平等的家务分工创造了可行性条件①，不过，实现这

一转变需要更多的已婚男性分担家务，以改变现有 “女主内”的分工格局。按照传统

家庭经济学的观点，家务劳动繁杂且缺乏直接经济回报，因而单纯从直接经济利益来

考虑，改变现有的家务分工状况不具有帕累托改进效应，男性做出相应改变的内在动

力有限②。然而，随着社会转型、人口转变及性别平等和婚姻自由文化的传播，家务分

工已成为影响当代婚姻关系质量的核心因素 （Ｃａｒ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Ｇａｇｅｒ，１９９８；Ｌａｖｅｅ

＆Ｋａｔｚ，２００２；Ｗｉｌｋ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不平等、不和谐的家务分工极有可能损害婚姻质

量和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婚姻失败。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已婚男性投入家

务劳动的意愿和内在动力可能发生变化。男性分担家务的行为是经营婚姻家庭关系的

重要方式，其具体特征可能在婚姻家庭生命周期中随婚姻关系及家庭需求而变化，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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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随着产业结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传统的家务劳动中已有相当部分从家庭中分离出来。

例如，现代农业的专业化发展将农村家庭原有的养殖等活动转移出来；轻工业、服务业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将传统家务劳动中关于衣、食等需求满足的劳动内容产业化、市场化；家政

业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家务劳动市场化转移的程度。除此之外，家用电器的普及、多元化和

智能化，深刻地改变着普通家庭中家务劳动的内容、方式、时间投入和技能要求等。这些变

化意味着，家庭领域传统性别分工的刚性和必要性已下降，夫妻分担家务劳动具有现实可行

性。

与之相比，在社会领域性别分工平等化过程中，由于女性通过参加社会劳动能够实现自身独

立、发展和自我价值，因而对于改变现状往往具有更强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



现能动性和可塑性。因此，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行为、人群差异及其变化机制能够为

理解家务分工模式的演变进程及成因提供重要的视窗。

（三）本文研究假设

结合上述理论探讨进行推断，首先，当代社会，家务分工平等化是适应生产力水

平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分工趋向。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社

会已出现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的迹象。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深

刻转变，为男女两性在人力资本、社会经济活动、价值观念等方面带来了根本性的变

化。社会结构的演变，包括快速城镇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代际居住方式的变化，削

弱了传统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影响。加之，性别平等、婚姻自由的理念不仅深入人

心，而且得到了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综合这些因素的作用，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

平等化积蓄了势能。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１：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随时间呈上升

趋势。

其次，社会经济特征、现代文化氛围是影响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的重要结构性因

素。可能的作用机制包括：其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化水平决定当地居

民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家庭性别分工实践。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女性更有可能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家务劳动

向市场转移的可能性更高。这些因素对家务劳动特征及其性别分工刚性具有重要作用。

其二，社会结构和制度性因素影响家庭性别分工。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高水平的社

会支持能够为家务劳动市场化转移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降低家庭必须承担的家务

劳动负荷。与之相对，社会制度体系中监管和保障的滞后或缺位，则可能阻碍家务分

工的转变。其三，文化因素通过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和舆论氛围，对家庭性别分工也具

有形塑作用。其中，教育是现代文化力量的典型代表，现代教育通过培育和传播平等

的性别文化改变个体对传统观念的认同与依从，有助于营造平等的文化氛围，从而推

动分工实践的平等化。综合这些因素的可能影响，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假设２：地区结构性特征 （如社会经济、市场化水平、文化特征等）对其居民的

家务分工状况具有显著的影响。

最后，家务分工平等化的进程最终体现在已婚男性家务劳动参与行为的变化中。

伴随着现代性别平等文化的传播以及人口和婚姻家庭的转变，婚姻稳定性下降，离婚

现象增多，不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受到挤压。这些现象已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

题，对男性经营婚姻关系、参与家务劳动的动力和行为可能产生影响。不过，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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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家务分工模式出现明显转变前，传统文化的遗留影响以及个人的从众心理可能

使男性的家务分担意愿和行为随婚姻家庭生命周期而变化。特别地，随着婚龄的延长，

婚姻关系不断调适、渐趋稳定，个体经营和维护婚姻关系的意识可能出现懈怠。与之

相对应，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更有可能出现波动或下降。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三

个研究假设。

假设３：随着婚龄的延长，丈夫分担家务的行为可能出现下降。

与本文开头部分提及的关于当代家务分工现象变化的矛盾结论相呼应，上述研究

假设的检验有助于解答相关学术迷思，为当代中国家庭家务分工的特征及其演变提供

直接的经验证据。

三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样本

本文主要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 （ＣＨＮＳ）１９８９－２０１５年的追踪数据，

基于调查收集的个人、家庭和社区层次信息对本文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该项目围绕

中国快速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制度变迁对居民营养与健康发展的影响，在社

区、家庭和个人层次收集了丰富的信息；其中包括被访家庭户各成员在调查前一周

进行不同类型家务劳动的详细数据，这为研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家庭性别分工特

征，特别是了解其历时演变趋势和在生命周期中的变化轨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

源。

ＣＨＮＳ调查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实施，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多阶段分层概率整群抽样的设

计，依次抽取省、县 （市）、村 （居）委会和家庭户样本，在抽中的家庭户中对所有

成员进行调查①。项目的调查范围最初包括８个省级样本，此后逐步扩大，到２０１５年

省级样本已增加到１５个②，最终的家庭户样本规模达７２００户左右，个人层次的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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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调查的详细介绍可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ｐｃｕｎｃ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９年，ＣＮＨＳ项目的８个省级样本分别为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
贵州。此后，ＣＨＮＳ分别于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开展追访。其间，１９９７年辽宁省缺席调查，作为替换，黑龙江省加入
调查；２０００年，辽宁省重返调查项目，样本省的数目增加到９个；２０１１年开始，北京、上
海、重庆三大直辖市加入；２０１５年，云南、浙江、陕西三省加入。至此，省级样本规模增
加到１５个。１９９３年起，初始样本中家庭成员新组建的家庭也纳入追踪调查范围。



超过３００００人。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成功实施１０次调查，形成了历时近三十年的追

踪调查资料，是中国目前追踪周期最长的大型调查之一。

ＣＨＮＳ调查中，与本研究考察的家务分工相关的样本对象为已婚夫妇。因而，本文

首先对历次调查样本中所有可识别的夫妻进行匹配，构建夫妇样本。具体匹配步骤包

括：第一，根据调查收集的配偶识别码对已婚夫妇进行识别和配对；第二，根据户内

家庭成员关系信息进行补充匹配 （如户主夫妇、户主的父母、户主配偶的父母），并对

匹配结果交叉校验以确保数据质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夫妻双方的个人特征和家务

劳动信息进行匹配和比对，构建反映夫妻特征的变量以供本文分析夫妻样本使用。在

不同年龄的夫妻匹配样本中，由于较低和较高年龄段婚姻事件的选择性较大———前者

结婚事件较少，后者婚姻退出风险较高，抽样调查中样本的代表性可能不足，因此本

文将分析对象限定为夫妻年龄均在２０～６４岁之间的样本。该年龄段的数据质量较高，

且集中了夫妇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活跃的生命周期，因而研究这一年龄段的家务分工特

征对理解社会分工、家庭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最终，本文获

得符合上述年龄限定且提供了有效的家务劳动信息的夫妇样本共９８５４对，在追踪调查

期间共形成３２２３３条有效观测记录，为考察过去３０年间中国夫妇的家务分工状况及其

动态变化轨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二）主要变量和分析方法

本文的结果变量为夫妻家务分工状况，根据样本夫妇在历次调查前一周投入四

类日常性家务劳动 （包括为家人做饭、洗衣、买菜、打扫卫生）的情况构建而成①。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家务分工特征的丰富内涵，本文构建了三个依次递进的家务分

工测度：丈夫是否参与家务劳动 （“参与家务”）、丈夫实际参与的家务劳动种类和

时间是否至少和妻子一样多 （“家务种类”、“家务时间”）。这三个变量以传统 “女

主内”的分工模式为参照，分别测量了已婚男性参与日常性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广

度和深度，为家务分工特征提供了多视角的刻画，这些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操作化如

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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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ＮＳ调查收集了被访者过去一周从事为家人做饭、洗衣、买菜、打扫卫生、照顾幼儿、照
料老人的信息，其中前四种家务劳动针对所有被访者进行了收集，后两种则仅对有６岁及以
下孩子或需照料的老人的家庭户中成员进行了调查。由于后两种家务劳动的有效样本很少，

加之这些劳动类型并非家庭生命周期中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的劳动内容，在少子化和健康老

龄化背景下尤为如此，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使用前四种类型的家务劳动信息，这与研究目

的相契合。对于家庭照料类型的劳动分工将留待后续研究专门探讨。



表１　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操作化

变量 定义 操作化

结果变量

参与家务 丈夫是否参与家务劳动 １＝是，０＝否

家务种类 丈夫参与的家务劳动种类是否不少于妻子 １＝是，０＝否

家务时间 丈夫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是否不少于妻子 １＝是，０＝否

解释变量

时期
接受调查的时期，以１９８９年为考察时期的
起点

调查年份－１９８９

婚龄 调查时婚姻已持续的年数
１＝０～３年，２＝４～７年，３＝８～１０年，４＝１１～
１５年，５＝１６～２５年，６＝２６年及以上

夫妻匹配状况及婚姻阶段特征

教育匹配 夫妻受教育程度对比

１＝低学历（初中及以下）同类婚；２＝中等学历
（高中）同类婚；３＝高学历（大学及以上）同类
婚；４＝夫低妻高；５＝夫高妻低，丈夫为中等学
历；６＝夫高妻低，丈夫为高学历

年龄匹配 夫妻年龄对比
１＝夫妻同岁；２＝妻大夫小；３＝夫大妻小，相差
１～５岁；４＝夫大妻小，相差６岁及以上

妻子相对收入 妻子与丈夫收入之比 １＝不及一半，２＝１／２～１倍，３＝不低于丈夫

丈夫加班情况 丈夫在过去一周的工作加班情况

０＝未加班（周工作不超过４０小时），
１＝轻度加班（周工作４０～６０小时），
２＝超长加班（周工作６０小时以上）

妻子加班情况 妻子在过去一周的工作加班情况

０＝未加班（周工作不超过４０小时）；
１＝轻度加班（周工作４０～６０小时）；
２＝超长加班（周工作６０小时以上）

丈夫健康状况 丈夫在过去四周的患病情况 １＝患病，０＝未患病

妻子健康状况 妻子在过去四周的患病情况 １＝患病，０＝未患病

孕产／哺乳期 妻子处于怀孕、产假或哺乳期 １＝是，０＝否

主要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 ＣＰＩ调整的家庭人均收入（千元）

丈夫母亲同住 １＝是，０＝否

妻子母亲同住 １＝是，０＝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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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定义 操作化

社区结构性特征

经济发展 社区普通男性劳动力的日均工资、非农就业比重

市场发育

城镇社区：现代市场（超市、餐厅、连锁餐厅、饭店、流动或固定食摊、面包店、快餐店、水果蔬

菜店、酒吧等）的数量；

农村社区：当地主要市场的距离、八类主要市场的营业时间

社会服务 社区是否有３岁以下托幼服务、商业医疗保险、免费医疗保险、妇幼保险等

居民教育 社区成年居民（２１岁以上）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注：上表中除 “年龄匹配”外，所有变量均为时变变量，在历次调查时取值可能不同；ＣＨＮＳ项目组根据社
区调查数据构建并公开发布综合性因子，因子得分在０～１０之间，取值连续。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ＮＳ数据整理得到。

为了考察夫妻家务分工特征随时期和婚姻生命周期的变化，本文构建 “时期”和

“婚龄”变量，分别测量在考察周期中历次调查的时间及样本夫妇婚姻持续时长。由于

时期、队列和年龄完全共线性①，本文将时期和婚龄的测量相结合，能够为被访夫妇的

队列属性提供一种间接测度。除此之外，本文的解释变量还包括夫妻、家庭和社区层

次的主要社会经济等特征。结合既有理论和经验研究关于家务分工影响机制的发现以

及ＣＨＮＳ调查实际收集的变量信息，本文考察的其他解释变量具体包括夫妻教育匹配、

年龄匹配、收入对比、社会劳动参与状况、健康特征以及孕产／哺乳等家庭生命史的重

要事件；家庭的人均收入、代际居住安排②；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状况、社

会服务和居民文化特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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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时期、队列和年龄的完全共线性，数理人口学给出了经典的阐释。简单来说，这三个变

量中给定其中任两个变量，其余一个唯一确定。因此，在经验分析中，无法同时识别这三个

变量的系数。在本文中，由于年龄与婚龄高度相关 （这与婚姻文化等因素有关），模型根据

研究假设关注的变量关系，重点检验时期和婚龄效应。当然，由于三者的共线性，综合模型

中纳入的两个变量信息，依然可以对另外一个变量 （队列）的差异进行间接推断。

本文使用女性长辈 （丈夫或妻子的母亲）是否同住来简化测量代际居住安排。这样处理的

原因有二：其一，对于本文所考察的家务劳动内容，女性长辈参与的可能性往往更大；加

之，与男性长辈相比，同住的女性长辈更有可能通过其他代际互动 （如语言交流或其他互动

方式）对家庭性别角色及分工实践产生影响，是传统文化遗留影响的重要作用途径。因而，

在模型中使用女性长辈是否同住的信息有助于保持模型的简约性，提高分析效率。其二，

ＣＨＮＳ调查中男性长辈 （丈夫或妻子的父亲）是否同住的信息存在大量缺失。因而，出于信

息可识别性和有效性的考虑，本文模型中仅检验了母亲是否同住的影响。对于男性长辈是否

同住及其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将留待后续数据条件具备时进一步探讨。

关于这些因子的构建细节可参见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本文的数据具有层级集聚特征，任一时期同一地区的被访夫妇家务分工往往更为

相似，这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地区差异有关。除此之外，调查的抽

样设计和追踪调查的数据属性也强化了分析数据的层级非独立性。基于这一数据结构

特征，本文选用分层混合效应模型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ｍ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考察样本夫妇的家务

分工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具体而言，追踪调查中被访夫妇的历次观察记录为模型第一

层的分析单位，依次嵌套于夫妇样本、所属社区和省 （或直辖市）级单位。在本文使

用的数据中，约有４％的夫妇有效追踪记录达１０次，２／３左右的夫妇有效追踪记录不少

于４次，８８％的夫妇仅有一次有效调查记录。本文定义的３个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

为此，文章使用ｌｏｇｉｔ连结函数拟合模型，检验和分解家务分工在各层级的变异程度及

其影响机制。模型分析针对城乡样本分别展开，以系统检验并呈现城乡社会结构、生

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其他未观测结构性因素对家务分工的不同影响。

（三）分析样本的基本特征

本文的分析样本共包括９８５４对夫妇，在考察时期 （１９８９－２０１５年）内，这些夫妇

在２０～６４岁之间被调查和追踪的记录构成本文的分析数据。由于这些夫妇的出生队列

不同，实际结婚时间和进入调查的时间早晚各异，在本文的有效分析记录中这些样本

夫妇进入和退出的时间不同，追踪的时长也有差异①。表２以这些夫妇首次被访时的特

征为例，展示了分析样本的构成情况。分析数据显示，３成左右 （３１％）的样本夫妇

在项目调查之初进入观测，其余近７成的夫妇在此后陆续加入。这些样本夫妇的出生

年份分布在１９２５－１９９５年之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其家务分工特征隐含了２０世纪中

后期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印记，因而为刻画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性别分工的特

征和演变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视窗。

首次被访时，样本夫妇中约有６成生活在农村，其婚龄分布从新婚期到结婚２６年

及以上不等。样本夫妇的匹配特征显示，分析样本中夫大妻小的年龄匹配模式最为多

见，其中又以丈夫比妻子大１～５岁为主 （约５５％）；夫妻同岁的约占１／６（１６５％），

妻大夫小的比例不足１／５（１８１％）。夫妻的教育匹配以相同学历的匹配占据绝对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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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本文研究设计，任一调查时点年龄在２０～６４岁之间的已婚夫妇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调
查时点尚未结婚、婚姻已解体、年龄超出２０～６４岁的被访者均不在本文观测和研究之列。
除上述研究设计的限定外，ＣＨＮＳ调查中部分省份／直辖市后期加入，相应辖区的样本夫妇
进入观测的时间也较晚。不过，对于本文关注的结果变量 （家务分工特征及其变化），这些

删截现象 （仅与调查设计和实施有关）具有外生性和独立性，不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带来

估计偏差。



表２　被访夫妇首次被调查时的主要特征

单位：％

变量 比例 变量 比例

夫妇首次被调查的年份 丈夫受教育程度

　１９８９ ３０８５ 　未上过学 １２３０

　１９９１ ６５２ 　初中及以下 ５３８４

　１９９３ １９１ 　高中 ２２６３

　１９９７ １２６５ 　大学及以上 ９６１

　２０００ ６３９ 妻子受教育程度

　２００４ ４０８ 　未上过学 ２２２４

　２００６ ３２０ 　初中及以下 ４７６３

　２００９ ８３０ 　高中 １８７７

　２０１１ １６３４ 　大学及以上 ７２５

　２０１５ ９７６ 夫妻教育匹配

丈夫出生年代 　低学历同类婚 ５７２２

　１９２５－１９４９年 ２３２０ 　中等学历同类婚 ９８０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 ２５３６ 　高学历同类婚 ４９３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 ２６１６ 　夫低妻高 ８１３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 １７９５ 　夫高妻低，丈夫中等学历 １０６０

　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 ７３３ 　夫高妻低，丈夫高学历 ４５１

居住地类型 丈夫上周加班情况

　城镇 ３９３５ 　未加班 ３６７３

　农村 ６０６５ 　轻度加班 ４８７４

婚龄 　超长加班 １４５３

　０～３年 １７０２ 妻子上周加班情况

　４～７年 １４１０ 　未加班 ５８９５

　８～１０年 ８６７ 　轻度加班 ３２６４

　１１～１５年 １２１８ 　超长加班 ８４１

　１６～２５年 １９１９ 妻子相对收入

　２６年及以上 １２１７ 　不足丈夫的１／２ １７９５

夫妻年龄差 　丈夫的１／２～１倍 ３２１０

　同岁 １６５０ 　不低于丈夫 ２１５０

　妻大夫小 １８１３ 丈夫的母亲同住 ２２６４

　夫大妻小，大１～５岁 ５４８９ 妻子的母亲同住 ３１７

　夫大妻小，大６岁及以上 １０４７

　　注：上表中百分比为样本百分比，由于部分变量有缺失值，故而表中相应变量的累计百分比低于１００％；不
过，为减少变量信息缺失带来的样本损耗，同时避免缺失值估计和补齐处理可能带来的偏差，本文模型拟合过程

中将这些变量的缺失案例单独编码为 “缺失”纳入分析，以下不再赘述。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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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７成），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同类婚超过５成 （５７２％）；教育异质性婚配中，男高

女低 （约１５％）和男低女高 （８％）的匹配现象同时存在。夫妻社会劳动特征显示，

在调查前一周，夫妇双方加班的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存在，尽管丈夫加班的比例和

强度相对更高。样本数据显示，妻子的工作收入已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约

有２１５％的被访夫妇在调查前一年妻子收入不低于丈夫。首次被访时，２２６％的夫妇

与丈夫的母亲同住，３％左右的样本夫妇与妻子的母亲同住。尽管这些特征具有时变

性，会随着生命周期的推移发生变化，不过，首次被访时的分布特征仍然为刻画样本

夫妇的主要社会经济和家庭状况提供了简洁直观的视图。

四　家务分工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一）转型期中国家庭家务分工的总体特征

利用上述数据，本文首先考察追踪调查期内样本夫妇家务劳动的总体特征。图１展

示了不同家务分工现象在考察期间的分布状况。结果显示，就本文考察的四类日常性家

务劳动 （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而言，在追踪调查期间夫妇共同承担家务的

现象超过一半 （５２８％）①，妻子独自承担家务的情况约占４成 （４３２％），丈夫独自承

担家务的情况占２％；其余约２％的情况为夫妇双方都不做家务。

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夫妻家务分工的现实选择呈

现多样性。夫妻共同承担与妻子独自承担或丈夫独自承担家务的现象并存；在家庭生

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可能出现夫妻均不做上述家务的情况。这些不同的分工状态隐含

了家务分工的不同影响机制。进一步的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夫妻双方都不做家务的

现象更有可能发生在结婚初期、与长辈同住时或夫妻双方均为高学历 （大学及以上）

的情况下，反映了不同情境下家务劳动被替代或转移的可能性。与长辈同住的夫妇，

家务劳动有可能被同住的长辈替代；高学历、工作繁忙、社会经济资源较多的夫妇则

可能利用家政服务等方式实现家务劳动市场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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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中数值为考察期间相应分工现象的观测频次分布，即样本夫妇的具体分工状态与观测次数

的加权累计结果。尽管相应分工现象具有时变性，具体比例在各时期可能不同，不过，图中

所示的分工模式基本反映了被访婚姻家庭的总体分工特征。分析样本中夫妻共同承担家务的

比例１９８９年为５３９％，此后多数调查年份相应比例不低于４５％。这些数据意味着，考察期
间一半左右的被访夫妻共同承担日常性家务劳动 （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图２
和图３中的数值涵义同上。



图１　追踪期被访夫妇的家务劳动特征 （观测次数加权）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在有实际家务劳动需求的情况下 （即排除夫妻双方均不做家务的情况），已婚男性

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及其具体参与程度存在重要差异。图２和图３分别从家务劳动

的种类和时间两个方面，展示了追踪期内已婚男女的家务劳动投入情况。图２显示，

男性承担各类家务劳动的可能性由高到低依次为买菜 （４３３％）、做饭 （２９９％）、打

扫卫生 （２９５％）和洗衣服 （１８８％），女性承担这些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次序恰好相

反，反映了已婚男女在家务劳动中相互替代的特征，男性的家务劳动参与是减轻女性

家务负荷的重要推动力。

图２　追踪期已婚男女参与日常家务劳动的情况及种类 （观测次数加权，％）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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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追踪期分析样本的家务劳动时间 （观测次数加权，分钟／天）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图３对比了已婚男女的家务劳动时间以及夫妻之间的差异。就男女两性中实际参与

家务劳动的样本而言，在追踪调查期内，男性平均每天做上述家务的时间均值约６８分钟，

中位数为４５分钟；女性相应劳动时间均值约１３５分钟，中位数为１２０分钟。概言之，男

性平均家务劳动时间远低于女性。从夫妻配对的比较结果来看，在双方均参与家务劳动的

情况下，追踪调查期内妻子平均每天比丈夫投入上述家务劳动的时间多６１分钟；对被访夫

妇的追踪观察记录中有接近３成 （２８７％）的情况为丈夫做家务的时间至少和妻子一样多。

这些结果表明，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客观存在。尽管

“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在整个社会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但其涵义和实质已发生变化。男

性分担家务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以往研究所强调的特定家务类型 （如维修、买煤气等

体力型），而且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洗衣等日常繁琐型的家务劳动中同样存在。

这与传统社会中的 “女主内”大不相同，也与当前社会大众对于 “女主内”的刻板印

象有所差别①。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直接减轻了其配偶的家务劳动负担，对减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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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传统社会分工中，诸如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完全由女性承担，“女主内”对已

婚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内容进行了明确、严格的界定。时至今日，一些家务劳动类型仍然存在

不同程度的 “性别化”定位。例如，家庭日常维修、购买煤气等更有可能被视作男性应当承

担的劳动，相比之下，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则往往被视作 “女性化”或主

要应当由女性承担的劳动类型。这一点在不少社会调查中得到印证。例如，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显示，妻子承担洗衣服、打扫卫生、做饭、洗碗、照顾孩子、日
常采购的可能性更大；而丈夫承担买煤气、日常维修、照顾老人、辅导孩子的比例相对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随时间呈缩小趋势。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０年 （城乡

各年龄组）已婚女性在各类家务劳动中承担一半以上的可能性 （比例）明显下降，丈夫的家

务劳动投入总体上升。相关研究发现可参见牛建林 （２０１８）。



性别分工失衡有着重要的贡献。

（二）家务分工的差异、潜在变化和影响机制

针对上述家务分工测度，本文分别拟合了分层混合效应ｌｏｇｉｔ模型以检验其影响机制。

模型的总体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模型设置的合理性，分析样本中家务分工特征在省级、

社区层次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相应层次结果变量的组内差异明显较小。表３至表５依

次展示了三个结果变量 （“参与家务”、“家务种类”和 “家务时间”）的拟合结果。其

中，表３中 “参与家务”的分析对象为有实际家务需求的夫妇，即排除夫妇均不做家务

的情况。表４的 “家务种类”和表５的 “家务时间”将分析对象进一步限定在丈夫参与

家务劳动的夫妻子样本中，即后两个结果变量的分析是以丈夫参与家务为条件来考察其

具体参与程度的。对于不做家务的已婚男性，后两个变量无实际意义，因而不属于相应

分析的研究对象。

表３　城乡被访夫妇中丈夫 “参与家务”的分层混合效应ｌｏｇｉｔ模型结果

城镇（模型１） 农村（模型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时期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３５

时期的平方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１

婚龄（参照组＝０～３年）

　４～７年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２４４

　８～１０年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２６１

　１１～１５年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２３８

　１６～２５年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２２５

　２６年及以上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２３５

　缺失 －０１０６３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２７７

教育匹配（参照组＝初中及以下同学历）

　高中同学历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１９５

　大学及以上同学历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８８６ ００３５４

　妻子高于丈夫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２０９

　夫高妻低，丈夫为高中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１５２

　夫高妻低，丈夫为大学及以上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２８８

　缺失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５２８

丈夫加班情况（参照组＝未加班）

　加班不足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１１９

　加班超过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０８９４ ００２２３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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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镇（模型１） 农村（模型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妻子加班情况（参照组＝未加班）

　加班不足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０８７８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１２５

　加班超过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１２８９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８６５ ００１７７

妻子相对收入（参照组＜＝丈夫的１／２）

　丈夫的１／２～１倍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１３６

　超过丈夫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４５

　缺失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１４７

妻子怀孕／生育／哺乳期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７１６ ００３７４

妻子健康状况（参照组＝未患病）

　患病 ００８６１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４８８ ００１７５

　缺失 ０１０３９ ００２６０ ０１８５１ ００２５６

丈夫母亲同住 －０１０３１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９３５ ００１５１

妻子母亲同住 －０１０２５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５９６ ００３４６

社区特征

市场发展水平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８

经济发展状况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２６

社会服务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４

居民教育状况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０７４

截距 ０４９６９ ００４８４ ０２７８２ ００４８６

随机效应

　省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３５

　社区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１８

　夫妇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２６

　残差 ０１８０１ ０００４２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３７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城镇模型使用的样本量分别为１２个省、１３４个社区、２９８６对夫妇的６３１３
条追踪记录，农村模型中相应各层样本分别为１２个省、１８１个社区、４６６６对夫妇的９８０１条观察记录；模型中，部分
解释变量 （如 “婚龄”、“妻子相对收入”等）存在缺失值，相应变量的缺失值单独赋值 （“缺失”）并纳入分析；以

下表４、表５的处理同上。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１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

表３区分城乡夫妇样本，展示了丈夫 “参与家务”的模型拟合结果。由表３可见，

考察期间中国已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总体呈上升趋势，尽管其上升的速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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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下降①。这一效应在控制模型中各层次的解释变量和随机效应后保持高度显著。因

此，就本文考察的日常性家务劳动而言，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

呈现出独立于调查误差和人群差异的上升趋势，尽管其总体上升幅度相对有限。这对

本文研究假设１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与国外研究发现的近几十年来男性分担家务的现

象总体上升相呼应 （如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为转型期中国家庭领域性别分工平等化

的趋势提供了依据。

在考虑了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丈夫 “参与家务”的可能性在婚姻历程中存

在明显的下降。相对于新婚期 （婚龄在０～３年）的情况，城镇地区已婚男性参与家务

劳动的可能性在婚姻持续８～１０年、１１～１５年时显著降低，相应发生比分别下降约９％

（＝１－ｅｘｐ（－００９））和６％ （＝１－ｅｘｐ（－００６））；农村地区已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

的可能性在婚姻持续１１～１５年时也明显下降，其发生比相对于新婚期下降约５％ （＝１－

ｅｘｐ（－００５））。这些结果为本文假设３提供了支持，可能的解释是，在婚姻历程中，

夫妻互动及男性对经营婚姻关系的重视程度随婚龄推移而变化。新婚期的夫妇对婚姻

关系往往更为重视，出于经营和维护婚姻关系的需要，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处

于较高水平。随着新婚期的结束，男性对婚姻关系的经营和维护极易出现不同程度的

懈怠或忽视，其参与家务的积极性可能因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或外界环境的影响而下降，

女性的变化则往往相反。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不少中年男性均表示自己在结婚之初曾做过不少家务

劳动，不过随着婚龄的推移，家务劳动的投入往往会减少。例如，一位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湖南籍中年男性 （Ｆ先生）表示： “我老婆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总喜欢把

什么都收拾好，她好像感觉做那些事就不累……有时候我不让她做那么多家务，就

得发火、骂她，但她好像还是闲不住，大概是觉得做完了很有成就感吧”，“我在家

偶尔也会帮点忙，比如晾衣服递一下。反正就是她说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以前刚结婚、在老家农村的时候，我还帮她洗过衣服。那周围的人觉得我很勤劳、

很疼媳妇……”。

另一侗族中年男性 （Ｍ先生）表示，年轻时自己在家里干大多数的家务，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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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尽管时期变量的效应呈倒Ｕ型特征，但在本文考察期内时期变量
的效应总体为正。在仅考虑时期和婚龄效应的简约模型中 （即未控制夫妻特征及社区变量

时），时期效应的正向性更为显著。因而，这些结果为男性分担家务的可能性随时间上升提

供了实证支持。



因为妻子不会干①；慢慢地，教会妻子后自己就不干了。这位男性戏称自己是完成了

“从士兵到将军的转变”。与之相对，一位 “８０后”的年轻女性 （Ｌ女士）对婚姻周期

中丈夫家务劳动投入的变化提供了不一样的案例和全新的启示。Ｌ女士表示： “我从

（结婚）一开始就做什么事情都叫上老公一起，要不他就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难”，

“慢慢形成习惯了，他就会自己自觉地去做一些家务，比如拖地、洗衣服、晾衣服、做

饭……”，“有一次，我出差三四天回来 （因为家里有老人住，老人不太收拾），厨房

里已经很脏了。我就拍个照片发给老公，写上 ‘打扫前’；然后把厨房整个擦洗了一

遍，再拍个照片发给老公，写上 ‘打扫后’。然后，老公就给我打了个红包”， “我就

是让他知道，那个地不是 （什么都不用做）自己就变干净了……”。Ｌ女士表示，结婚

到现在，丈夫做的家务越来越多，而且能够主动自觉地找家务活干，夫妻双方都能体

会对方的辛苦。

与本文模型结果相联系，这些案例表明，当代中国婚姻家庭中男性分担家务的现

象在不断孕育和发展；这一过程中，微观婚姻主体对经营婚姻关系、推动性别分工平

等化的创造性智慧成为新的分工现象发展的重要推力。当然不可否认，当前在 “女主

内”占据多数的现实环境中，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还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其发展进程

极有可能因现实环境或传统观念中 “女主内”的残留影响而相对缓慢，甚至随着婚龄

的延长而出现一定的波折或反复。

除时期和婚龄维度的变化外，表３的结果显示，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因夫

妻婚配特征、婚姻及家庭层次的其他因素而呈现重要差异。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夫妻

均为低学历 （初中及以下）的情况，高学历同类婚中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显著

更高。城镇家庭中，妻子相对收入较高，丈夫从事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显著更高。相对

于妻子收入不及丈夫一半的情况，妻子收入超过丈夫收入一半的家庭中，丈夫从事家

务劳动的发生比平均高７％ （＝ｅｘｐ（００７）－１，模型１）。在其他特征可比的情况下，

丈夫工作加班时间越长，其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越低；妻子加班时间越长，丈夫参

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越高，反映了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投入之间的挤出和替代效应。

在控制了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夫妻年龄匹配、家庭人均收入、妻子怀孕生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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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先生为广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访谈中 Ｍ先生表示，当地侗族人结婚通常由父母和媒
婆介绍对象，盛行族内通婚的传统。Ｍ先生的妻子为汉族人，二人是在大学期间结识的，其
自由婚恋现象在当地极为罕见，同样罕见的还有年轻时 Ｍ先生承担家务的做法。这些案例
为现代教育、自由婚恋等文化力量对男性分担家务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鲜活的例证，也引发了

关于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随婚龄变化原因的思考。



事件对丈夫参与日常性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没有显著的独立影响。不过，妻子的健康状

况对丈夫从事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的独立影响，妻子生病会显著增加丈夫参与

家务劳动的可能性。这些结果印证了夫妻家务分工状况的可变性，其具体变化特征因

家务劳动的可转移性和家庭实际需要而异。平时不做家务的男性，可能因妻子生病而

增加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反映了非事先预见的短期家务需求的变化对夫妻家务分工的

直接影响。与之相比，对于可预见性较强的家务需求变化 （如妻子怀孕、生育或哺乳

期），其外部转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 （由双方父母、亲属或保姆等分担），因而对丈夫

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影响不大。此外，在其他特征不变的情况下，与夫妻任一方的

母亲同住，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反映了家庭代际居住安排对家务分

工的效应。

社区层次变量对已婚男性参与家务的可能性也具有重要的结构性影响。在城镇地

区 （模型１），社区社会服务水平和居民教育状况对当地已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

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经济发展因子的效应则为负。究其原因，本文使用的经济发

展因子是基于当地男性普通劳动力的日均工资和非农就业比重构建的，因子得分越高

意味着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层次和生产率水平越高，由此可能增加男性参与家

务劳动的机会成本，进而形成抑制效应。与之相比，社会服务水平和居民教育状况对

当地已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正向效应，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区服务和保障覆盖与

人文环境对于推动平等性别分工的重要作用。

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社区 （模型２）居民教育状况对已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也

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因子的效应显著为正。可能的解释是，

对农村社区而言，该因子反映了当地的非农化进程。这一进程往往伴随着劳动力流动

和城乡经济文化交流，由此可能削弱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而推动家庭性别分工平

等化。在其他条件可比的情况下，农村社区市场发展因子对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在不同模型设定中保持稳健。其具体的影响机制还需要

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不过，可能的解释有，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往往落后，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受挤压的风险较高，这可能对已婚男性参与家务

劳动、经营和维护婚姻关系产生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城乡社会结构、生产活动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不同维度的综

合性因子对城乡结构性特征的测量效率不同，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乡之间的直

接对比。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对城乡样本分别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值得强调

的是，不论城乡，社区居民教育状况对当地已婚男性参与家务的可能性均具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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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效应，反映了现代教育带来的文化氛围对平等的家务分工实践扩散的重要性。概

括起来，这些结果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地区结构性因素的重要影响，为本文的假设２提

供了经验支持。

２丈夫家务劳动种类

在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情况下，其实际参与的程度也存在重要差异。表４从已婚

男性分担家务的广度 （“家务种类”）出发，展示了相应分工特征的影响机制。

表４　城乡家庭中丈夫 “家务种类”的分层ｌｏｇｉｔ模型结果

城镇（模型３） 农村（模型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时期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０４２

时期的平方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婚龄（参照组＝０～３年）

　４～７年 －００９６８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８１４ ００３０６

　８～１０年 －００９３０ ００３８７ －０１１４０ ００３２４

　１１～１５年 －００９８６ ００３５０ －０１１７４ ００２９５

　１６～２５年 －００９５３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９９３ ００２７８

　２６年及以上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７５７ ００２９２

　缺失 －０１５６２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３４４

教育匹配（参照组＝初中及以下同学历）

　高中同学历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２３１

　大学及以上同学历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１ ０１５９５ ００３９９

　妻子高于丈夫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２６２

　夫高妻低，丈夫为高中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１８５

　夫高妻低，丈夫为大学及以上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３４３

　缺失 ０１２２１ ００９５０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７１４

丈夫加班情况（参照组＝未加班）

　加班不足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０７７１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１４５

　加班超过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０８０３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１９６

妻子加班情况（参照组＝未加班）

　加班不足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１２３４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８３０ ００１５４

　加班超过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１２０７ ００３３５ ０１２８１ ００２１１

妻子相对收入（参照组＜＝丈夫的１／２）

　丈夫的１／２～１倍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１６７

　超过丈夫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１７６

　缺失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８９

妻子怀孕／生育／哺乳期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６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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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镇（模型３） 农村（模型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妻子健康状况（参照组＝未患病）

　患病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７２８ ００２０２

　缺失 －００９９４ ００３２６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３２４

丈夫母亲同住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１８７

妻子母亲同住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４６８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４４１

社区特征

市场发展水平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０

经济发展状况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０

社会服务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９

居民教育状况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７６

截距 ０４８６８ ００６０２ ０３６５８ ００５００

随机效应

　省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０

　社区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３

　夫妇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３２

　残差 ０１９３０ ０００５６ ０１６１０ ０００４２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城镇模型使用的样本量分别为１２个省、１３４个社区、２２９３对夫妇的
４１８１条追踪记录，农村模型中相应各层样本分别为１２个省、１８１个社区、３１２４对夫妇的５３４２条观察记录。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表４显示，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就本文考察的四类日常性家务劳动而

言，丈夫所做家务种类不少于妻子的可能性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尽管其下降的幅度不断

减小。这一变化趋势与上文发现的丈夫 “参与家务”的可能性历时变化趋势 （见表３）

相反。换言之，在本文考察时期内，样本夫妇的家务分工特征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表现为：

一方面，已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现象总体在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已婚男性

开始参与家务劳动；另一方面，从家务参与的广度 （相对种类）来看，其平均水平在下

降。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男性从参与到分担较多的家务劳动份额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扩散

过程。与扩散进程的一般规律相适应，这一过程中后加入家务劳动的男性实际参与的程

度可能还相对较低，由此在一定程度上 “稀释”相应群体的平均参与程度。

不过，与表３的模型结果相一致，在其他特征可比的情况下，丈夫参与家务劳动

的广度在婚姻历程中会经历显著的下降。模型３和模型４的系数均显示，与新婚期

（婚龄０～３年）相比，结婚３年以后丈夫参与的家务种类不少于妻子的发生比平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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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１０％左右①。此外，相对于夫妻双方学历均较低的情况，中等学历同类婚、农村高

学历同类婚和妻高夫低的教育异质婚中丈夫参与的家务种类不少于妻子的可能性显著

更高。妻子相对收入较高、加班强度较大的情况下，丈夫分担的家务劳动种类显著更

多；与之相反，丈夫本人加班对其参与的家务种类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这些结果进

一步印证了家务分工随婚姻周期的变化规律 （与假设３相一致），以及夫妻社会经济特

征的对比对家务分工的影响。

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妻子生病时，丈夫分担的 “家务种类”增加，

不过相应效应主要对农村样本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地区家政等服务业欠发达，

妻子生病时，日常性家务劳动向外部转移的可行性较低，因而丈夫往往会增加家务劳

动的种类。相比之下，城镇地区的服务业发达，这为必要时将部分家务劳动进行市场

化转移提供了便利；因此，城镇样本中妻子生病时丈夫分担的家务劳动种类未显著增

加。家庭代际居住安排的净效应显示，在农村地区，丈夫的母亲同住会显著增加丈夫

分担家务劳动的种类；不过，妻子的母亲同住并无类似的效应。

除上述婚姻家庭特征的影响外，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对当地家庭中丈夫分担的 “家

务种类”具有独立的效应。平均而言，在居民整体教育水平较高的社区，已婚男性分担

家务的种类不少于妻子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在其他特征可比的情况下，社区居民教育因

子得分每提高一个单位，城镇家庭中丈夫承担家务劳动种类不少于妻子的发生比平均上

升约２％ （＝ｅｘｐ（００２）－１），农村家庭中相应发生比上升１％ （＝ｅｘｐ（００１）－１）。

这些结果为本文假设２提供了支持，反映了现代教育对于传播平等性别文化，营造有

利的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进而推动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的积极效应。

３家务劳动时间投入

表５展示了丈夫 “家务时间”的模型结果。在考虑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考察时

期内已婚男性的 “家务时间”不再随时间变化。也即，夫妻家务劳动时间投入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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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镇地区相应发生比下降９％ （＝１－ｅｘｐ（－００９））～１０％ （＝１－ｅｘｐ（－０１）），农村地区
相应发生比下降８％ （＝１－ｅｘｐ（－００８））～１１％ （＝１－ｅｘｐ（－０１２））。模型中不同婚龄阶
段对应系数的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丈夫 “家务种类”随婚龄下降的现象主要发生在结婚０～３
年之后，此后各阶段相应发生比差异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婚姻关系的内在选择性机制有关，

随着婚龄的延长，由于分工矛盾或其他原因而恶化的婚姻关系更有可能解体，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后续婚姻各阶段男性分担家务的程度不再持续下降的现象，由此意味着，本文估计的

婚龄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此外，相应结果也可能反映了夫妻双方经过新婚期的调

适之后，婚姻关系渐趋稳定，家务分工特征开始形成习惯、趋于稳定的现象。



多少在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结合本文前两个结果变量的研究发现 （表３和表４），可

以推断，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已婚男性做家务的可能性总体上升；随着更多的已婚

男性加入分担家务的行列，其平均分担家务的广度出现一定的 “稀释”，但分担的深度

相对稳定。这些结果为中国转型期家务分工平等化的进程提供了多角度的刻画和经验

支持。

表５　城乡家庭中丈夫 “劳动时间”的分层ｌｏｇｉｔ模型结果

城镇（模型５） 农村（模型６）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时期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７

时期的平方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婚龄（参照组＝０～３年）

　４～７年 －００６３３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２７３

　８～１０年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８０７ ００２８９

　１１～１５年 －００８２０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６３７ ００２６３

　１６～２５年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２４８

　２６年及以上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２６１

　缺失 －００９３０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３０７

教育匹配（参照组＝初中及以下同学历）

　高中同学历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２０７

　大学及以上同学历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３５３

　妻子高于丈夫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６６１ ００２３４

　夫高妻低，丈夫为高中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１６６

　夫高妻低，丈夫为大学及以上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３０３

　缺失 ０１２６２ ００８４０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６４４

丈夫加班情况（参照组＝未加班）

　加班不足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２８

　加班超过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１７３

妻子加班情况（参照组＝未加班）

　加班不足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１３６

　加班超过正常工作时间一半 ０１２０７ ００２９５ ０１３１３ ００１８７

妻子相对收入（参照组＜＝丈夫的１／２）

　丈夫的１／２～１倍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１４８

　超过丈夫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１５６

　缺失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１６７

妻子怀孕／生育／哺乳期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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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镇（模型５） 农村（模型６）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妻子健康状况（参照组＝未患病）

　患病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１７７

　缺失 ０１４６２ ００２８９ ０２６２４ ００２８７

丈夫母亲同住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６６

妻子母亲同住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３９８

社区特征

市场发展水平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７

经济发展状况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６

社会服务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５

居民教育状况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６４

截距 ０２０５９ ００５１３ ０１７０５ ００４３１

随机效应

　省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社区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９

　夫妇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２７

　残差 ０１５３８ ０００４４ ０１２１０ ０００３３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城镇模型使用的样本量分别为１２个省、１３４个社区、２２５６对夫妇的
４０７０条追踪记录，农村模型中相应各层样本分别为１２个省、１８１个社区、３０６４对夫妇的５２０３条观察记录。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在控制模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后，丈夫 “家务时间”随婚龄延长而显著下降，这

与本文前两个结果变量的分析结论相一致。与新婚期 （结婚０～３年）相比，结婚３年

后丈夫投入日常家务劳动的时间不少于妻子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尽管此后各婚龄对应

的回归系数差异并不显著。在其他特征可比的情况下，农村地区妻高夫低的教育匹配

显著增加了丈夫做家务的时间①，丈夫的加班强度对其家务时间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与之相反，妻子的加班强度对丈夫分担家务劳动的时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效应

对城乡样本均成立。在控制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后，妻子怀孕、生育并不显著增加丈

夫分担家务劳动的时间；相反，农村地区妻子患病会显著增加丈夫家务劳动时间的相

对份额。这些结果与上文 “家务种类”（表４）的发现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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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未控制夫妻社会劳动特征 （妻子加班情况、丈夫加班情况、妻子相对收入）的模型中，

城镇样本中 “妻高夫低”的教育匹配特征对应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与农村的模型结果

相类似；该效应在表５的模型５中不再显著。



此外，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农村地区丈夫的母亲同住显著增加了丈

夫的 “家务时间”（见模型６）。综合本文前两个结果变量的研究发现 （表３和表４），

家庭代际居住安排对三个结果变量的效应隐含了一种选择机制：现阶段参与家务的已

婚男性往往是受传统观念束缚较小的个体。这些男性 “参与家务”的可能性总体更高；

在有长辈同住的情况下，出于孝道或家庭实际需要往往倾向于增加其家务分担程度

（对应于模型３至模型６中的正向效应）。与之相对，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影响较深的

男性，其 “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总体偏低；在与长辈同住的情况下，其参与的可

能性进一步下降 （对应模型１和模型２中的负效应）。这一选择性特征与新的社会现象

在扩散初期的一般规律相吻合，随着相应现象的进一步发展，选择性程度将有望下降。

最后，在考虑了上述因素的影响后，城镇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对已婚男性的家务时

间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其他特征可比的情况下，社区市场发育因子和居民教育因子均

对已婚男性家务时间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相应因子的得分每提高一个单位，当地已婚

男性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不低于妻子的发生比平均上升约１％。这些结果展示了市场经

济和现代文化对推动男性分担家务的积极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与讨论

１主要测量和模型设定的敏感性检验

本文使用丈夫 “参与家务”、“家务种类”和 “家务时间”三个依次递进的变量来

测度家务分工特征，并以此分析转型期中国夫妇家务分工的差异、变化及其影响机制。

出于模型结果的简约性、清晰可读性的考虑，本文对所有结果变量采用二分化测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复杂现实，便于较高效率地检验和展示夫妻家务分工的突出特

征；不过，相应操作化测量也意味着信息的损失。例如，文中 “家务种类”、“家务时

间”变量分别测度丈夫参与的家务种类和具体时间投入是否至少和妻子一样多，而未

测量丈夫相对于妻子而言更为详细的家务劳动量特征 （如相对比例等），这是测量和模

型简约性难以避免的代价。

为检验这些测量方式以及相应的模型设置是否会影响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通过改

变结果变量的操作化和模型设置，对上文的分析结果进行了敏感性检验。以 “家务时

间”为例。首先，本文尝试使用不同的切点对比夫妻家务劳动时间。结合变量的初始

分布特征，选用丈夫家务劳动时间与妻子家务劳动时间的一半进行对比，对新的测量

结果重新拟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对结果变量的操作化高度稳

健。其次，本文也尝试使用定距测量，在模型中采用线性连接函数以检验研究发现的

敏感性，分析结果同样印证了本文主要研究发现的稳健性。因此，本文使用的相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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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二分化测度，能够较为有效地揭示家庭性别分工的突出特征，模型分析结果对主

要测量和模型设定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这为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２分析样本的敏感性检验

本文使用历时近三十年 （１９８９－２０１５）的长周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转型期中国

婚姻家庭中夫妻家务分工的特征、差异及其演变。由于调查项目中部分省份在中后期

加入，因而面板数据在各期并不平衡；加之，与本文的研究问题相关，微观层次因个

人年龄推移、婚姻事件变化而存在样本逐期变动。这些因素均独立于本文研究关注的

问题，预计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考虑非平衡面板可能对模型拟合

效率的影响，本文通过重新限定样本省份和被访者的年龄段 （如３０～３９岁），检验了

分析结果对样本结构的敏感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高度稳健。

３关于家务劳动类型的讨论

本文综合利用了四种日常性家务劳动的信息，考察当代家庭夫妻家务分工特征、

差异及其变化。如前文所述，这样处理的部分原因在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测量信息的有

效性；除此之外，这四种家务劳动的普遍性、持续性及其在现实中的分工特征也契合

本文研究议题的选择。这些家务劳动是几乎每个家庭都无法回避的，并且不会随时间

或家庭生命周期的推移而完全消失，因此，其分工特征是理解夫妻家务分工特征和变

化的重要视窗。当然，这些家务劳动可能并不反映家庭性别分工的全貌。家庭在不同

的时期还可能面临着其他类型和内容的家务劳动，比如抚育幼年子女、辅导孩子功课、

照料老人等。鉴于这些其他类型的家务劳动通常仅存在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

加之，这些家务劳动包含了情感交流，其影响机制可能不同于普通的家务劳动

（Ｂｉａｎｃ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Ｃｈｅｓｌｅｙ＆Ｆｌｏｏｄ，２０１７），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无意涵盖或推广

到这些类型的分工实践，相关议题需留待后续研究进行专门探讨。

五　总结与讨论

利用１９８９－２０１５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社会经济快速转型

时期中国夫妇家务分工的特征、差异及其历时演变，检验了已婚男性对家务劳动分担

的可能性及其具体分担程度随婚姻历程的变化规律。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夫妇家务分工存在不可忽视的平等化趋势。具体表现

在：其一，家务分工模式随教育等特征的队列递变呈现重要的平等化趋势。随着年青

一代中男女两性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接受过较高教育的夫妇增多，这些夫妇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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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以及参与的程度明显提高。

其二，年青一代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也对其所居住社区的家务分工平等化产生

了显著的外溢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控制婚姻及家庭层次的差异后，居民教育水平较

高的社区，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显著更多，分担程度也明显更高。相应效应对本

文的三个结果变量均显著。

其三，除教育发展及本文中其他已观测因素的平等化效应外，考察时期内中国夫

妇家务分工现象仍然存在相对独立的平等化迹象。在控制了婚姻关系、家庭及社区层

次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后，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可能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尽管其上

升速度在递减。这一结果意味着，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婚姻家庭中丈夫参与家务的可能

性上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人群或区域。当然不可否认，

目前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还处于较早阶段，已婚男性参与家务的现象还呈现较强的选

择性，较晚开始参与家务的男性实际分担的程度还较低，由此对男性家务分担的平均

水平产生了一定的 “稀释”效应。

其次，从本文考察的日常性家务劳动来看，现阶段中国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仍面

临不少阻力，其部分结果是，已婚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在婚姻历程中经历明显的下降。

平均而言，新婚期的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均处于最高，此后，相应

行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文开头部分所提及的现有文献

中的矛盾结论：一方面，不少研究发现年轻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上升，另一方面，相

应上升并未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平等化进展，整个社会中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变化有限。

本文关于 “婚龄”效应的研究发现表明，尽管年轻人群中男性分担家务的现象上升，

但这一趋势在婚姻生命周期中存在衰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并延缓了整个社会家

务分工平等化的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变，性别平等、婚姻自由有了更

丰富的意涵。在这一背景下，家庭性别分工对婚姻家庭关系质量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现实中，家务分工既能成为经营和维护婚姻关系的能动性手段，也可能诱发婚姻家庭

矛盾，甚至导致婚姻危机。因此，在婚姻历程中注重家庭性别分工的和谐与平等，对

于提高婚姻家庭关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这一进程不仅仅依赖于微观婚

姻主体的创造性智慧，也需要社会文化对此进行积极塑造和引导。

最后，社会文化、制度和服务支持等结构性因素对于微观家庭的性别分工实践具

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社区的现代文化氛围对于提高已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

的可能性及其参与程度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社区服务和保障体系的可及性与市场发

·０７·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８卷第４期



育状况均对家务分工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结果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代中国家庭性别

分工的可塑性，同时也为家务分工平等化的实现机制提供了启示。尽管当前整个社会

中女性承担多数家务劳动的现象并未出现根本的改变，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制度支持

对于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充分肯定和重视平等的分工现象，从

文化宣传和价值引导来强化家务分工的能动性和可塑性，营造适宜的文化氛围，不仅

对改善整个社会婚姻家庭和谐幸福、降低离婚风险具有积极意义，也是实现家庭领域

性别平等的必由之路。

受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的分析主要考察

四种日常的家务劳动，其研究发现对其他家务劳动内容是否适用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

探讨。不过，本文考察这些家务劳动的分工状况及其随生命周期的变化，对于理解夫

妻家务分工的特征和变化提供了重要视窗。其次，受调查数据中信息可得性的限制，

本文未能直接检验一些具有理论重要性的因素，如家庭代际文化影响对家务分工的具

体作用机制。这些需要后续研究在数据资料可得的情况下进一步深入。

综合而言，本文系统检验了转型期中国家庭家务分工的特征、差异及其演变，对

于解答近年来家庭领域性别分工的迷思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本文关于家务分工影响机

制的研究结论，对于设计和推行合理的干预措施，缓解因 “女主内”分工实践而导致

的女性自身发展困境、婚姻矛盾和家庭发展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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